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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环境挑战日益加剧背景下,推动城市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 以创新型城

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模型,从协同治理视角系统考察技

术创新与能源转型互动对城市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显

著提升作用,并具有持续性正向效应。 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强化公众环境意识,扩大绿色技术的市场需求;
二是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人才创造潜能,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三是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绿色经济内生增长。 区域异

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应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及知识传播能力较强的城市中更为显著。 空间计量结果进一步揭示,“双试

点”政策虽有效提升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但也可能导致非试点城市技术与资源外溢不足,形成区域发展的“虹吸效应”。
研究结论有助于突破传统单一政策效应评估的分析范式,揭示技术创新与能源转型协同治理的倍增效应机制,不仅为协同治理

与绿色创新理论提供新的实证支持,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政策如何在效率提升与区域公平之间实现平衡提供相应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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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双碳”战略的引领下,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速度领跑”向“质效优先”转型的关键阶段。 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 在此背景下,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因此,绿色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拥有有效专利

总量达到 218000 件,占发明专利有效量的 5. 2%①,体现出中国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具有相应活力与潜

力。 因此,推动绿色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技术进步和绿色产业发展,还在引导城市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全球碳排放压力加剧与传统能源供给约束的增强,发展创新型能源解决方案逐步成为推动城市可

持续转型的重要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忽视技术进步与能源转型的协同作用。 一方面,技术进步通过

引入高效能源利用技术和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帮助减少能源浪费并优化资源配置[1] 。 另一方面,能源转型

通过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和清洁能源替代,为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实践抓手[2] 。 二者融合有助于为城市的

绿色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广泛认识到技术创新在提升城市能源效率和支持城市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3-4] ,以及能源转型在增强环境与经济可持续性方面的积极影响[5] ,但如何在城市层面有效结合

技术创新与能源转型,释放绿色创新红利,以更好激发高质量绿色创新,已成为政府及学术界需共同面对和

解决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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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为加快高质量绿色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更好地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与环境影响最小化,中国

自 2008 年起启动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并陆续开展多批次试点。 随后,在 2014 年又为落实可再生能源发展

目标,设立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以此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与绿色转型。 然而,由于不同政策在目标定位与实

施路径上的差异,这两类试点在部分地区呈现出空间重叠与政策叠加现象。 例如,深圳、合肥等城市同时被

纳入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范畴,形成“双试点”效应,使这些城市在绿色创新生态建设方面表现出

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发展特征。 基于此,将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视为外生政策冲

击,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选取 2005—2021 年全

国 28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综上所述,可能的边际贡献有:首先,展示出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双试点”城市对中国城市

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直接影响,有助于揭示创新技术供给与新能源应用场景需求的协同效应对城市绿色转

型及创新发展的重要影响;其次,通过探索城市绿色关注度、市场活力及产业高级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传导

机制,不仅能够拓展绿色创新理论领域,同时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策略和节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再次,分析

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资源状况和知识传播背景下的异质性,从区域差异视角理解政策效应,以期对“双试

点”及其他试点政策的推广提供经验支持;最后,加入空间效应分析,在丰富区域发展与政策溢出理论基础

的同时,也为指导制定协同增效的绿色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此外,从绿色创新视角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效益

进行评估,为增强城市环境及创新效应提供一定见解。

二、文献综述

(一)创新化、能源化单边政策作用效果

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外溢效应常导致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不匹配,从而引发研

发投资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为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进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我国

推动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重要政策工具,正是在这一逻辑下形成的典型实践。 试点目的在于构

建系统性的创新生态体系,以更好促进知识创造、技术扩散与成果转化,进而增强城市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竞

争力[6] 。 已有研究表明,创新型城市政策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与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质量、创新绩效、绿色

低碳发展及城市韧性和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产生显著影响。 一方面,创新型城市政策有效增强企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7] ,提高其对外贸易发展程度[8]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9] ;另一方面,尽管快速城市化进程不可

避免地增加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但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理念与政策实践为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

关系提供制度创新路径,使城市化与生态可持续性能够实现动态平衡[3,10] 。 由此可见,基于技术创新驱动的

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理念与机制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同推动环境质量

改善与生态效益提升。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危机日益加剧,能源结构转型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随着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及其引发的气候风险不断加剧,各国经济体被迫加速从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

过渡。 中国为应对这一挑战,自 2014 年起启动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旨在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新能源技术

的研发、应用与推广。 该项目不仅是国家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能源结构优化的核心

抓手,通过设定具体的执行限制来确保指导和约束的作用得以实施[11] 。 从理论层面来看,根据不完全市

场理论与波特假说,能源转型政策具有双重叠加效应:它不仅可以通过激励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

式,降低污染治理的合规成本;还能够促使企业在学习效应与创新激励作用下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提升整

体生产率水平[12] 。 从环境效应来看,新能源消费可以减少生态足迹,遏制环境恶化,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双

赢[5] 。 然而,在新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学界尚未达成一致。 一部分学者认为,新能源发展通过提

高能源效率和促进绿色产业投资,能够显著推动经济增长[13-14] ,这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

通过与政策、市场、行为的多维协同实现的[15] 。 例如,林伯强[16] 提出,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实现经济高质

量增长需要实现“能源消费脱钩”与“能源需求脱钩”的“双脱钩”路径,即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化石

能源依赖。 这一观点进一步强调能源系统转型的必要性。 然而,另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新能源消费在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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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17] ,其原因可能在于新能源开发初期高投入与结构调整成本增加。
(二)城市绿色创新生态

对于绿色创新的探讨,目前尚处于初步阶段且对其定义缺乏一致共识。 从微观层面来看,普遍将绿色

创新定义为围绕绿色产品、绿色工艺或清洁生产过程所开展的技术改良活动,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企业在

可持续发展领域竞争力[18] 。 从宏观层面来看,绿色创新被认为是兼具经济与环境双重正外部性的创新活

动[19] ,即被视为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创新效益于一体的系统性创新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结构升

级、促进生态环境改善与强化创新要素的整合和配置[20] 。
在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政策制度与技术创新两个方面。 从政策层面来

看,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政策的设立,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

障与政策激励[21-23] 。 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强化也显著促进以能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森林型

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24] 。 此外,技术研发效率的提高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的增强,被证明能够推动能源

密集型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阶段性增长[25] 。 从技术层面来看,技术创新在促进能源效率提升、改
善环境管理及增强绿色生产力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26] 。 绿色技术创新被普遍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重要路径,不仅能够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还能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整体经济的绿色转型。 综上所

述,完善的政策体系与技术创新在推动中国绿色创新发展中均发挥着积极作用。 前者通过制度激励与政策

引导,为绿色创新提供外部约束与支持;后者则通过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为绿色创新强化自身内生动力。
两者共同构成中国城市绿色创新生态体系演化的重要基础。

现有文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证参考,但仍可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拓展研究:首先,关于绿色创

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维度的分析,缺乏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创新效率在多维度下的综合量化考察,
这种单一研究方式限制了对绿色创新全貌的深入理解;其次,当前对试点政策效果的评估大多从单个试点

出发,忽视不同试点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绿色创新生态构建的影响,未能全面回应如何有

效促进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最后,虽然部分研究开始探讨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关注试点政策组合在

环境治理和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潜在互补性或排斥性,但这些研究还远未触及创新驱动与能源转型“双试

点”在推动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方面的系统性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基本机制

当前城市不断发展,政府所采取的策略对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创新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创新型试点城市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作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能够有效解决绿色

技术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负外部性问题,即以体制创新和市场激励的方式,为加速城市绿色创

新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具体而言,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通过政府职能转型和体制创新,降低绿色技术创

新的初始门槛与融资障碍[7] ,从而促进创新资源的有效集聚与利用。 在这一框架下,政府通过优化创新环

境、调整政策导向,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并促使其在绿色技术领域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与研发。 而新

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更侧重于通过政府主导型市场激励机制(如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来优化技术应用环境,
增强绿色技术的市场需求和应用价值[13] 。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的

有机结合,能够通过政策间的互补作用,完善创新资源配置,提升政策投入的产出效率。 这种结合在降低绿

色技术创新的前期风险和门槛的同时[4] ,通过提高市场需求[27] ,加速技术市场扩散和应用,最终实现技术创

新与市场应用的有机结合。
进一步而言,“双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政策间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以形成政策效应的叠加。

这一机制加速了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市场化进程[28] ,显著提升城市在全球绿色发展竞争中的地位。 这不仅体

现出地方政府在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策略选择,即通过综合政策工具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还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更好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和效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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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试点”政策能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和效率(H1)。
(二)“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传导机制

1. “双试点”政策的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机制

在当前绿色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强化市场需求与改善技术应用环境,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提

升创新效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化公众与政府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认知,也为城市

绿色转型营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 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通过整合创新资源与优化制度环境,促进城市发展

模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而在经济增长与绿色创新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29] 。 换言之,创
新型试点城市政策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壁垒和融资门槛,增强试点城市的示范带

动效应,有利于营造绿色创新的社会氛围。 与此同时,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则侧重于市场化激励机制,如财

政补贴、税收优惠和绿色信贷支持,通过改善新能源技术应用环境,推动绿色技术从实验室向市场转化[30] 。
这使得公众能够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感受到绿色技术带来的便捷性与对环境的保护作用,从而增强了社会整

体对可持续发展的认同感与参与度。
进一步来看,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耦合效应。 这种政策耦合通

过“技术创新-能源转型”双重路径,加强政府、产业与公众之间的协作联系,促进创新要素与能源资源的协

同配置,从而形成一种多主体共治的绿色创新体系。 此类政策间的互补与协同,不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
为社会各界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增强全社会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与行动力。 这种自上而

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响应相互作用,有利于优化绿色产业链,增强公众对绿色技术的认知,进而

推动绿色资源的高效配置[31] 。 由于绿色产品与绿色技术在市场中的渗透率不断提升,企业与消费者对绿色

创新的需求也随之增强,逐步形成“政策激励-市场响应-技术扩散”的良性循环机制,更好提升城市绿色技术

创新的水平与效率[24] 。
综上所述,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双试点”政策通过强化公众认知、激发市场需求与促进技

术扩散,实现绿色创新从政策推动到社会共识的转变。 该政策组合不仅加深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与参

与,也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与效率的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双试点”政策通过增强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和效率(H2)。
2. “双试点”政策的市场活跃机制

市场活跃度是衡量一座城市在资源吸引与要素配置方面能力的重要指标,反映出城市在吸纳和利用外

部资源(资本、人才与企业)方面的效率与潜力。 这一能力对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至关重要。 “双试点”政策

通过优化政策环境与制度供给,营造有利于资本流动、技术扩散与人才集聚的创新氛围,从而构建绿色创新

的三大支柱体系。 资本投资,通过促进资源高效配置,为绿色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人力资本,尤其是科技型

人才,成为优化创新要素结构的核心力量;新兴科技企业,作为市场活力的重要主体,其兴起进一步提升资

源配置效率,加速形成绿色创新的动态发展格局[32] 。
“双试点”政策融合为城市间的生产要素流动与技术交流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制度便利,打破创新主体之

间的壁垒,促进知识共享与技术扩散,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帮助城市逐步突破资源依赖与生态约束的双

重困境[33] 。 具体而言,“双试点”城市通过促进产业协同与空间集聚,构建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多层次生

态系统。 其中,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激励企业跨领域集聚与合作,强化跨行业的知识溢出与技术共享

机制[7] ;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则以新能源产业为核心,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深化产业链互动。 这种产

业集聚效应不仅可以加快信息流与技术流的传播速度,也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应用效率。 与此同时,
科技人才的集聚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34] 。 “双试点”政策通过吸引高端科技人才并营

造有利的创新创业环境,有效加强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深度融合,为绿色技术从理论研究向实践应用转化提

供保障。 这一过程有效推动技术成果的快速落地与市场化,提升城市绿色创新的整体效率。 值得注意的

是,科技人才与新兴企业的双向互动形成了创新活力的内生循环机制,即科技人才可以为企业提供知识与

技术支持,企业又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从而吸引更多人才集聚,推动绿色技术在更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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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推广与应用[35] 。
综上所述,“双试点”政策通过政策协同与机制创新,不仅显著增强城市市场的活跃度,也通过激发创新

动能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与效率。 这种政策协同所形成的资本、技术与人才的

良性互动,为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城市绿色创新生态体系提供坚实的动力与制度保障。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双试点”政策通过增强城市的市场活跃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和效率(H3)。
3. “双试点”政策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机制

“双试点”政策,即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协同实施,通过形成制度与市场的双

重联动机制,推动了经济增长模式由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 一方面,在协同政策框架下,创
新型城市建设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和政策供给,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3] ;另一方面,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

的推行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形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加速了能源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该过程产生了“新

能源筛选效应”,即迫使依赖传统能源的企业主动退出或转型,从而实现高耗能企业数量减少与新能源产业

企业数量增加的结构性演化[13] 。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一步促进了绿色创新体系的完善。 “双试点”政策通过增加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

入、改善创新环境与制度基础,推动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36] 。 随着产业高级化的推进,政府不断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相关科研资金支持,降低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性成本与技术风险,增强了企业参与

绿色创新的意愿与能力。 这种产业完善不仅优化了创新资源配置,也形成了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的良性互

动机制。
因此,“双试点”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催生了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

的绿色低碳新型产业体系。 这种结构性转型不仅有助于减缓生态环境压力、促进资源高效利用,还在根

本上激发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换言之,产业结构高级化成为“双试点”政策作用

机制中的关键中介环节,通过引导资源要素向绿色、高效领域流动,实现了经济增长质量与环境绩效的协

同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双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和效率(H4)。
综上分析,本文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机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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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色创新效率指标构建与选取

投入与产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 政府科学事业费用之支出

人力资源投入
从事科技、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
的人员总数

资源投入
熵值法衡量全市供水量、供电量及石
油气供应量

期望产出
指标

经济产出 全市人均 GDP
创新产出 绿色专利授权数量

生态产出 城市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非期望
产出指标

环境污染
熵值法衡量城市工业二氧化硫、工业
废水与工业烟尘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确定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因果效应。 借

鉴韩先锋等[37]及陈丽娜和柏杨[38]的研究,构建渐进式双重差分( DID)模型。 该模型通过对比符合两项试

点政策要求的城市(实验组)与未全面符合这些要求的城市(对照组),利用政策在不同城市和时间点上的差

异,实现因果推断。 分析框架旨在通过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异,揭示双重试点政策实施带来的协同

效应,模型如式(1)所示。
UGE it = α0 + α1Treati × Postt + γX it + δi + τt + εit (1)

其中:i 和 t 分别为城市与年份;UGE 为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包括城市绿色创新活力(Giv)与城市绿色创

新效率(Gie); Treati × Postt 为满足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城市建设的政策虚拟变量;α1 为

“双试点”城市的政策效果,若 α1 显著为正,则说明“双试点”政策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反之亦然;
X it 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γ 为模型中各控制变量对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边际影响;δi 为个体固定效

应;τ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 t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活力(Giv) 。 城市绿色创新活力体现了地区在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综合

能力。 采用每万人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指标,这不仅反映了城市采纳绿

色技术的程度,而且有效避免了因行政审批等外部因素干扰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更直接和客观的评价

方法。
绿色创新效率(Gie)。 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在传统数据包络分

析(DEA)框架下引入非期望产出约束与超效率改进,
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综合测量,旨在全面捕捉

绿色创新的多维度影响。 研究选取资本、人力资源及

自然环境资源作为关键投入指标:资本为绿色技术开

发提供重要资源,人力资源注入必要知识与技能,自然

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则是创新的绿色基础。 在产出选择

上,不仅评估了经济、创新、生态等正面产出,也关注了

潜在负面效应,如污染排放,旨在量化城市绿色创新活

动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协调发

展,具体指标构建与选取见表 1。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交互项(Treati ×Postt)。 在当前的政策研

究领域,Treat 用于衡量城市是否被同时指定为“创新型试点城市”和“新能源示范城市”。 自 2008 年以来,
我国以深圳为首启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旨在完善创新要素配置,激发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创新活力。
此后,政府陆续于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及 2018 年,共确立了 78 个创新型试点城市。 我国自

2014 年起实施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该政策作为能源转型的关键策略,主要目标在于推动能源消费结构

根本性转变,并优先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实现减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的目标。 截至目前,共有 81
个城市被列为新能源示范城市。 在将两项试点政策匹配后,共识别出 25 个同时入选两项政策的城市,这
种政策结合旨在整合创新与环保政策,通过覆盖从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及末端治理的全方位管理,有效增

强城市的可持续创新发展能力。 若城市 i 在年份 t 成为“双试点”城市,则在之后的年份 post 取值为 1,否
则取值为 0。

89

技术经济 第 44 卷　 第 12 期



3. 机制变量

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Attention)。 基于地方城市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环境议题相关文本,构建并精

化了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指标。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自动更新环境词汇库并细分为五大

类:生态保护、环境污染、能源使用、治理体系及其他②,扩充了绿色治理等新词汇以广泛捕捉对环境议题的

社会关注。 通过 Python 软件分析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词频,量化环保关注度,增强词汇分类的准确性与动态

更新能力。 在此基础上,借鉴阳镇等[31]的研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维度权重,构建综合指标,全面准确地反

映政府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关注程度,提供评估与提升城市绿色水平的量化工具。
市场活力(Vitality)。 现有研究通常将新企业的注册数量作为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指标[39] ,进一步考虑

产业集聚和科技人才在市场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其不仅是市场要素流动的主要组织形式,还能够在特定区

域内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和知识扩散的外部性,对激发市场活力和推动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4] 。
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市场活力,采用熵值法构建产业协同集聚、科技人才集聚与城市新注册企业三者的

综合评价体系。 这种方法不仅关注新企业的注册数量,更重要的是,还充分考虑了产业和人才集聚的效应,
以更全面地捕捉市场活力。

产业结构高级化(Advavce)。 借鉴袁航和朱承亮[40] 的研究,将产业结构高级化细分为“量的高级化

(Advance1)”和“质的高级化(Advance2)”两个方面,以更全面地评估和理解产业发展的复杂性。 量的高级化

指的是产业在地区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这一指标反映了各产业对经济总量贡献的相对大小。 具体而

言,量的高级化公式为: Advance1 = ∑
3

m = 1
yi,m,t × m(m = 1,2,3) 。 其中,yi,m,t 为在特定时间 t,地区 i 中第 m 产业

产出的价值。 此指标揭示了产业结构随时间的演变,如从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转型

的过程。 质的高级化则侧重于产业的效率和产出价值,尤其是对人均产出和技术含量的考虑。 质的高级化

公式可以表示为: Advance2 =∑
3

m = 1
yi,m,t ×

Yi,m,t

Li,m,t
(m = 1,2,3)。 其中,Yi,m,t 为在特定时间 t,地区 i 中第 m 产业的

增加值,Li,m,t 为该产业的就业人数。 Yi,m,t 与 Li,m,t 的比例不仅反映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体现产业

本身的效率和技术水平,该比例越高说明产业在利用人力资源方面的效率越高。
4. 控制变量

借鉴王晗等[19] 的研究,选择如下控制变量,以全面捕捉经济环境的多方面特征:经济发展水平(Ed) ,
通过城市人均 GDP 的对数来衡量,以反映不同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Gov) ,使用地

方政府一般预算内的支出占地区 GDP 的比例来表示,旨在量化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力;金融

发展程度(Fin) ,通过计算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 GDP 之比来评估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这反

映了金融资源对经济活动的支持程度;对外开放程度(Fdi),利用当年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占地区 GDP 的

比例来衡量地区的开放程度,显示了外资在地方经济中的重要性;市场化水平(Market),采用城镇私营和个

体从业人员数量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比例来表示,反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产业结构(Structure),参
考郑冰等[41]的方法,采用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值来衡量,以此表征产业结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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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生态环境保护类包括“环境保护、环保、环境、污染防治、治污、污染治理、治理污染、绿化、绿色、绿色发展、低碳、减排、生态、污水处理、污水

治理环境影响评价、环保督察、生活垃圾无害化、环境质量、空气质量”;生态环境污染类包括“污染、排污、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
颗粒物、PM2. 5、氨氮、氮氧化物、大气污染、污染物、扬尘、降尘、废物、垃圾、排放、空气、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PM10、雾霾、温室

气体”;生态环境能源类包括“水耗、能耗、消耗、资源、节约、集约、能源、新能源、清洁能源、煤改电、煤改气、集中供热、再利用、循环、可再生、
高耗能、节能减排、节水灌溉、工业节水、绿色制造、降耗、农业面源污染”;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包括“环保协同、协同发展、协同治理、部门

合作、公众参与、交界地区、共享、转移、联防、联控、联治、区域协调发展、流域综合治理、区域合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推进、保护协

作、协同治污、可持续、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城市、山林修复、植树造林、水源涵养、绿水青山、联防联控、地
方立法、公众参与、环境监管机制、绿色治理”;其他类包括“蓝天、碧水、净土、绿地、森林、河长、河长制、湖长、湖长制、留绿、留白、宜居、植
树、造林、绿水青山、蓝天白云、生态屏障、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开发、土壤、退耕还林、天然林”。



表 3　 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量 VIF 1 / VIF
Treat × Post 1. 110 0. 898

Ed 1. 600 0. 626
Gov 1. 460 0. 687
Fin 1. 640 0. 610
Fdi 1. 120 0. 889

Market 1. 160 0. 863
Structure 1. 680 0. 597
Mean VIF 1. 390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城市数据的完整性与可得性,本文研究 2005—2021 年中国 282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状

况,构建相关平衡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 创新型城市的界定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科学技术部

公布的名单;新能源示范城市的识别依据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正式文件。 城市绿色创新相关指标,以中国研

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中的绿色专利数据为依据,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

国城乡建设年鉴》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的统计年鉴。 对于数据集中的部分缺失信息,通过地方级别的统计

年鉴或公共统计报告进行补充,而对于无法直接获得的数据,则采用插值法进行估算和填补,以确保分析的

完整性与相对准确性。 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2,其中绿色创新指标(Giv)的最大值达到 12. 33,而最小值

仅为 0,平均值为 0. 939,这一显著差异反映了地区间在绿色创新水平上的不均衡,表明整体绿色创新水平尚

需提升。 绿色创新效率(Gie)的最大值为 1. 040,最小值为 0. 002,平均值仅为 0. 060,这表明相较于地区绿色

创新水平,绿色创新效率普遍偏低,反映出提高效率的迫切需求。 对于“双试点”城市的处理效应,观察到对

照组的平均值(Treat)为 0. 082,这指示“双试点”城市在绿色创新实施方面处于较低的起始阶段,表明“双试

点”城市在推进绿色创新政策的过程中面临挑战,需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实施力度。

表 2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iv 4794 0. 939 1. 961 0 12. 330
Gie 4794 0. 060 0. 155 0. 002 1. 040
Treat 4794 0. 082 0. 274 0 1. 000
Post 4794 0. 035 0. 184 0 1. 000
Ed 4794 10. 420 0. 747 8. 474 11. 970
Gov 4794 0. 179 0. 092 0. 058 0. 572
Fin 4794 2. 289 1. 092 0. 869 6. 434
Fdi 4794 0. 018 0. 019 0 0. 091

Market 4794 1. 110 0. 670 0. 202 3. 561
Structure 4794 0. 466 0. 110 0. 186 0. 755
Attention 4794 0. 224 0. 066 0. 037 0. 576
Vitality 4794 0. 103 0. 050 0. 042 0. 287
Advance1 4794 2. 270 0. 148 1. 831 2. 836
Advance2 4786 0. 567 0. 279 0. 052 1. 980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基准回归分析前,采用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检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见表 3。 其中 VIF 最大值为 1. 680,最小值为 1. 110,均远低于通

常使用的临界阈值 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基准回归

创新型试点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及效率影响的因果关系,研
究结果见表 4。 初步分析在未纳入控制变量时,“双试

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活力与效率的影响系数在 1%的显

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为正。 为减少潜在的遗漏变量偏

误,进一步引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依然显示显著为

正,表明在控制上述因素后,“双试点”城市在绿色创新

活力及效率上显著优于非“双试点”城市。 这一发现支

持了假说 H1,说明“双试点”政策不仅在统计上显示出

显著的正向效果,也为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机遇,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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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Giv Gie Giv Gie

Treat × Post 2. 2602∗∗∗

(0. 3362)
0. 0947∗∗∗

(0. 0289)
2. 0372∗∗∗

(0. 3157)
0. 0857∗∗∗

(0. 0284)

Ed -1. 2007∗∗∗

(0. 2819)
-0. 0565∗

(0. 0295)

Gov -6. 7016∗∗∗

(1. 0777)
-0. 3983∗∗∗

(0. 1002)

Fin -0. 1811∗

(0. 1002)
-0. 0072

(0. 0137)

Fdi -14. 2578∗∗∗

(3. 5701)
-0. 1068

(0. 2290)

Market
-0. 0684

(0. 0900)
0. 0050

(0. 0062)

Structure -1. 2546∗

(0. 6654)
-0. 1534

(0. 0947)

Constant 0. 8598∗∗∗

(0. 0118)
0. 0570∗∗∗

(0. 0010)
15. 9097∗∗∗

(3. 1780)
0. 8013∗∗∗

(0. 3053)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4794 4794 4794 4794
r2 0. 7264 0. 3472 0. 7567 0. 3590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协同增效机制促进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的双向促进。 具体而言,该政策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加速新能

源技术的采纳,有效地构建了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面环境管理链条,这不仅提高了技术的实际应用效率,还促

进了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
(三)渐进双重差分有效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综合影响。 关键前提是实验前实验

组与对照组展现相似的发展趋势,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2 分析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两组在绿色创

新活力与效率方面的趋势无显著差异,证明了 DID 方法的适用性。 尽管公共卫生事件短期内影响了部分年

份的效果,但总体上在政策实施后城市绿色创新的推动力度明显增强。 这一长期积极趋势反映了“双试点”
城市在技术研发和环保领域的持续提升,强化了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动力。

≤-7 表示以“政策正式开始实施的年份”为参照基准,政策实施年份往前推
 

7
 

年,以及比这
 

7
 

年更早的年份,即政策没

实施之前的
 

7
 

年及更早时期

图 2　 平行趋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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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Goodman-Bacon 分解结果

组别

Giv Gie

权重
估计
系数

权重
估计
系数

Treat × Post 1. 000 2. 260∗∗∗ 1. 000 0. 095∗∗∗

先处理组
 

vs. 后处理组 0. 007 0. 624 0. 007 0. 060
后处理组 vs. 先处理组 0. 003 0. 423 0. 003 -0. 005

时变处理组 vs.
 

从未为处理组
0. 990 2. 277 0. 990 0. 095

　 　 2. Bacon 分解

在渐进式双重差分估计中,由于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可能产生带负权重的加权平均而导致估计偏差,从而

使估计得到的处理效应偏离真实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进而造成理论推断与实证观察结果不一致。
为解决此问题,引入 Goodman-Bacon 提出的分解法[42] ,
通过对样本不同组别和权重分配得到各组在估计中的

具体贡献,提升估计结果的准确度与可信度。 表 5 的

分解结果表明,处理组相对于对照组具有最高权重(0. 990),而后期对照组与早期对照组的比较(污染组)权

重极低(0. 003),表明其对整体估计影响甚微。 此外,Goodman-Bacon 分解法得出的估计系数统计显著且为

正,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可靠性,表明非现实的处理效应未对主要发现造成影响。
(四)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深入分析“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及效率的影响,为排除其他不可观测

因素的干扰,实验采用随机方法从总样本中选取实验与对照组,随机过程重复 1000 次,对模型(1)进行重新

估计,产生核心自变量的虚拟系数。 图 3 显示,经随机处理绿色创新活力与效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并且

基准回归的真实系数以实线表示。 可以看出真实系数与安慰剂检验的虚拟系数估计存在显著差异,验证了

“双试点”城市对绿色创新活力与效率正向影响的真实性,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为了确保“双试点” 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与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选择采取

PSM-DID 进行进一步检验。 由于“双试点”政策共同选择通常取决于城市的新能源禀赋、能源替代效率及产

业结构等因素,故初始条件下“双试点”与非“双试点”城市在资源禀赋等因素上的差异可能导致选择性偏

差。 基于此,选择核匹配和半径匹配作为匹配方法,将其与更合适的对照组进行匹配。 表 6 为 PSM-DID 结

果,表明采用核匹配和半径匹配后,“双试点”城市对绿色创新活力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
并且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双试点”城市有利于推动城市绿色创新生态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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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表 6　 稳健性检验 1

变量

(1) (2) (3) (4) (5) (6)
核匹配 半径匹配 替换被解释变量

Giv Gie Giv Gie Giv1 Gie1

Treat × Post 1. 8565∗∗∗

(0. 3192)
0. 0730∗∗∗

(0. 0281)
1. 7702∗∗∗

(0. 3267)
0. 0749∗∗∗

(0. 0285)
1. 6727∗∗∗

(0. 5929)
0. 0054∗

(0. 0030)

Constant 19. 2351∗∗∗

(3. 7149)
0. 4963

(0. 3107)
19. 1407∗∗∗

(4. 1187)
0. 6204∗

(0. 3401)
21. 1074∗∗∗

(4. 2070)
0. 9812∗∗∗

(0. 035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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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4) (5) (6)
核匹配 半径匹配 替换被解释变量

Giv Gie Giv Gie Giv1 Gie1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868 3868 3236 3236 4794 4794
r2 0. 8299 0. 5075 0. 7757 0. 4223 0. 6330 0. 8041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绿色创新活力评估领域,绿色专利授权量经常作为关键指标有效反映绿色创新的量化水平,故本文

选用绿色专利授权量(Giv1)作为城市绿色创新活力的代理变量。 表 6 的(5)列表明“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创

新活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证明其在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 进一步,本文借鉴王晗等[19] 的研究,运
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模型评估城市绿色创新效率(Gie1 ),该模型解决了传统评估方

法的局限,允许非比例调整输入输出,确保效率评估更为准确。 见表 6 的(6)列,“双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4. 滞后性分析

考虑到城市绿色创新生态的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其滞后效应进行了检验,以解决互为因果的内

生性问题。 通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处理,结果见表 7 的(1)列 ~ (4)列,“双试点”政策的

实行不论是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还是绿色创新数量均具有显著且持续的正向影响,且这种积极效应随时间

推移并未减弱。

表 7　 稳健性检验 2

变量

(1) (2) (3) (4) (5) (6)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控制时间趋势

Giv Gie Giv Gie Giv Gie

Treat × Post 1. 0488∗∗∗

(0. 2587)
0. 0368∗∗∗

(0. 0140)

L. Treat × Post 1. 9382∗∗∗

(0. 3128)
0. 0881∗∗∗

(0. 0301)

L2. Treat × Post 1. 7627∗∗∗

(0. 3227)
0. 0820∗∗

(0. 0320)

Constant 15. 5483∗∗∗

(3. 1424)
0. 8107∗∗

(0. 3232)
14. 3078∗∗∗

(3. 0715)
0. 6675∗∗

(0. 3271)
15. 7049∗∗∗

(3. 1506)
0. 8007∗∗∗

(0. 304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512 4512 4230 4230 4794 4794
r2 0. 7681 0. 3607 0. 7795 0. 3517 0. 7585 0. 3596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5. 控制时间趋势

在探索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及效率的变化情况时,可能需要考虑到其或许存在的时间序列波动或长期发

展趋势。 这种动态性会掩盖政策效应的真实影响,因而在进行模型估计时,引入时间趋势作为控制变量。
表 7 的(5)列和(6)列表明在控制时间趋势的情况下,“双试点”政策依然可以同时提升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创

新效率,进一步强化了“双试点”政策在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有效性。
6.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双试点”政策的选择依赖于城市特定因素,如新能源禀赋、能源替代效率及产业结构,导致其选

择可能并非由随机或外生因素决定,出现内生性偏差。 为解决此问题,应用工具变量(IV)方法,选择历史朝

代都城(以下简称古都)作为 IV[43] 。 原因在于:一是“双试点”城市与古都均为经济与资源集中地,显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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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工具变量检验

变量

(1) (2) (3)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Treat × Post Giv Gie

Treat × Post 8. 689∗∗∗

(1. 4048)
0. 289∗∗∗

(0. 0621)

IV × Post 0. 150∗∗∗

(0. 0220)

Constant 0. 224
(0. 2221)

19. 623∗∗∗

(2. 0812)
0. 963∗∗∗

(0. 2464)
Control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N 4794 4794 4794
r2 0. 493 0. 554 0. 329

第一阶段 F 值 46. 674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
46. 517∗∗∗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46. 674( >16. 750)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9　 更改样本容量结果

变量

(1) (2) (3) (4)
更改样本容量 1 更改样本容量 2
Giv Gie Giv Gie

Treat × Post 1. 8125∗∗∗

(0. 3538)
0. 0543∗∗∗

(0. 0111)
1. 7153∗∗∗

(0. 2807)
0. 0682∗∗∗

(0. 0204)

Constant 12. 8804∗∗∗

(3. 1071)
0. 6780∗∗

(0. 3211)
13. 1576∗∗∗

(3. 1248)
0. 7338∗∗

(0. 312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4199 4199 4590 4590
r2 0. 6938 0. 3525 0. 7441 0. 3550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在经济地位和资源上的相关性;二是古都地位不直接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与效率,但可间接提高城市成

为“双试点”的概率,满足 IV 的排他性约束。 通过匹配古都与现代地级市,识别 42 个具有古都背景的地级

市。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第一阶段模型如式(2)所示。
Treati × Postt = ϑ0 + ϑ1IVi × Postt + γX it + δi + τt + εit (2)

其中:IV 为工具变量,若地级市为古都,则 IV 为 1,否则为 0;由于核心解释变量为处理效应与政策期效应的

交互(Treat×Post),相应的 IV 为 IV×Post。 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8 的(1) 列 ~ (3) 列。 根据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和 Wald
 

F 统计量,所选工具

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第一阶

段回归的结果表明,古都对“双试点”城市的选择有显

著影响;(2) 列和(3) 列依次汇报了“双试点” 城市对

Giv 和 Gie 影响的第二阶段,在经过工具变量对潜在的

内生性进行校正后,可以看到第二阶段的系数方向与

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7. 更改样本容量

在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及效率的影响进行评估时,
将行政级别差异引致的资源配置不均作为一项关键考

量。 考虑到高行政级别城市(如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副

省级城市)享受较优资源分配,可能对回归结果引入偏

差,通过剔除该类城市样本进行重新回归。 表 9 中政策

试点城市在绿色创新活力与效率方面呈现显著正向效

应,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同时,为精确评估“双试点”
政策的影响,考虑到特定新能源示范产业园区所在城市

可能导致评估结果低估,剔除了仅有局部区域被指定为

示范区的城市样本,如北京昌平区和青岛崂山区等,以提

高评估的精确度和全面性。 在考虑样本多样性后,“双
试点”政策仍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活力与效率,验
证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8. 排除竞争性假设

由于中国在选定的样本期内实施了额外的城市试点

政策。 先前的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及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立均对城市绿色创新有显著影

响[21-23] 。 因此,将已实施上述政策的城市剔除,再次进行

回归,以避免其他政策效应的干扰。 从表 10 中可以看

出,排除竞争性假设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
明即使排除相关政策,研究结论仍然有效。

表 10　 排除竞争性假设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低碳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试点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Giv Gie Giv Gie Giv Gie

Treat × Post 1. 7884∗∗∗

(0. 3079)
0. 0677∗∗∗

(0. 0131)
2. 7679∗∗∗

(0. 4157)
0. 0922∗∗

(0. 0382)
1. 8680∗∗∗

(0. 2369)
0. 0557∗∗∗

(0. 0094)

Constant 11. 2738∗∗∗

(2. 7843)
0. 5172

(0. 3477)
13. 7980∗∗∗

(3. 7014)
0. 7177∗∗

(0. 3361)
8. 3970∗∗∗

(1. 8772)
0. 5154∗

(0. 288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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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4) (5) (6)
低碳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试点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Giv Gie Giv Gie Giv Gie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709 3709 3868 3868 4476 4476
r2 0. 7297 0. 3884 0. 7596 0. 3775 0. 6992 0. 3559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五)机制检验

前文的基准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已验证了创新试点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可以推进城市绿色

创新生态建设,其影响背后的过程有待进一步探索。 结合理论分析,基于公众及政府关注、产业升级、市场

活跃程度三重维度,探索“双试点”政策与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中介路径。 借鉴陈丽娜和柏杨[38] 的研

究思路,构建如式(3)所示的模型。
UGE it = η0 + η1Treati × Postt × Mediatorit + η2Treati × Post + η3Mediatorit + γX it + δi + τt + εit (3)

其中:Mediator 为机制变量,包括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Attention)、市场活力(Vitality) 及产业结构高级化

(Advance);η0、η1、η2、η3 均为待估系数。 在模型中,η1 衡量了机制变量对“双试点”政策提升城市绿色创新

活力与绿色创新效率的表现的影响。
1. 绿色关注效应

从表 11
 

Panel
 

A 的(1)列和(2)列可以看出,Treat×Post×Attention 系数至少在 10%程度上显著为正,表明

同时被纳入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城市由于政策的引导与激励,会引导企业和个人采取更为环保

的行为,提高社会对绿色发展的关注度;而城市绿色发展关注度作为具有一定隐性性质的政策有助于扩大

绿色产业规模,进而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绿色创新效率[31] 。
2. 市场活跃效应

由表 11
 

Panel
 

A 的(3)列和(4)列可知,Treat×Post×Vitality 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市场活力的提升,
“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及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强。 这是源于“双试点”城市能够

吸引更多科技人才、产业汇聚于此,提升了城市中初创企业数量,而这些初创企业又能吸引更多劳动力,形
成一个良性循环,极大激发市场积极性,而这些积极性为城市绿色创新活力与效率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3. 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

由表 11
 

Panel
 

B 可知, Treat × Post × Advance1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 Treat × Post × Advance2 对于绿色

创新效率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对于绿色创新活力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可以得出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

城市“双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产业结构量的高级化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并提升绿色创新效率,而质的高

级化的中介路径仅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这是由于量的高级化通过引

入和扩张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了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同时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集聚效应为绿色创新

提供了良好环境。 相比之下,质的高级化侧重于提高现有产业效率,未必触及技术革新所需的跨界突破,导
致其对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有限。

表 11　 机制检验结果

Panel
 

A:绿色关注机制与市场活跃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Giv Gie Giv Gie

Treat × Post 0. 342
(0. 8141)

-0. 089
(0. 0880)

0. 641
(0. 7511)

-0. 099
(0. 0806)

Attention
-0. 437

(0. 4062)
-0. 055

(0. 0347)
Treat × Post ×

Attention
6. 751∗∗

(3. 3158)
0. 694∗

(0. 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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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nel
 

A:绿色关注机制与市场活跃机制检验

Vitality 9. 521∗∗∗

(2. 2014)
-0. 150

(0. 1856)
Treat × Post ×

Vitality
8. 387∗

(4. 9166)
1. 016∗

(0. 6049)

Constant 15. 884∗∗∗

(3. 1467)
0. 799∗∗∗

(0. 3000)
12. 470∗∗∗

(2. 8012)
0. 769∗∗∗

(0. 287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4794 4794 4794 4794
r2 0. 758 0. 362 0. 767 0. 362

Panel
 

B:产业高级化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Giv Gie Giv Gie

Treat × Post -11. 494∗∗

(4. 6014)
-1. 219∗

(0. 7319)
1. 963∗∗∗

(0. 4274)
0. 050∗∗

(0. 0236)

Advance1
-2. 308∗∗∗

(0. 6221)
-0. 299∗∗

(0. 1296)

Treat × Post ×
Advance1

5. 479∗∗∗

(1. 9181)
0. 528∗

(0. 3039)

Advance2
0. 733∗∗

(0. 3588)
-0. 002

(0. 0458)

Treat × Post ×
Advance2

0. 124
(1. 1417)

0. 092∗∗

(0. 0404)

Constant 18. 845∗∗∗

(3. 3035)
1. 199∗∗∗

(0. 3826)
15. 323∗∗∗

(3. 2407)
0. 806∗∗

(0. 316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4794 4794 4794 4794
r2 0. 761 0. 368 0. 759 0. 360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六)异质性分析

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效用会受区域、城市创新基

础以及知识传播水平异质性的影响。
1. 区域异质性

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开放较早,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经济发达

城市由于其资源的丰富性和产业体系的成熟性,能够实现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优化创新成果的转化速度。
因此,将“双试点”城市按照区域进行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以验证区域异质性在“双试点”政

策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从表 12
 

Panel
 

A 的(1)列和(2)列可以发现,“双试点”政策无

论对于无论位于哪个地区的城市其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的提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组间差异检验

的结果表明“双试点”效应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相对较高。 而(3)列和(4)列的结果恰恰相反,虽然对于绿

色创新效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这种不同结果产生原因在于东部经

济发达城市资源丰富,产业体系较为成熟,这种资源优势会促使其创新活动不断向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因而

并未聚焦于单一的绿色技术创新,导致其数量上的增长相对放缓。 此外,由于这些地区拥有更为完善的政

策指引,城市转型更追求绿色创新的实用性和效率。 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在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突破的

过程中,可能更倾向于追求绿色技术创新“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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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

表 12
 

Panel
 

B 表明,无论是资源型城市还是非资源型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与绿色

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均显著为正,但是效果不同,非资源型城市的效果优于资源型城市。 其原因在于非资

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传统资源开采的约束较少,能够更灵活地调整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以适应

绿色创新的需要。 相反,资源型城市由于长期依赖特定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其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出较为单

一的模式。 这种依赖限制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提升绿色创新

活力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内生动力。
3. 知识传播便利度异质性

本文采用互联网普及率指标作为城市的知识传播便利度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使用程

度较高,平均数可能存在地区偏差,因此选用中位数进行划分衡量。 结果见表 12
 

Panel
 

C,可以发现在知识

传播能力强的地区,“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活力与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广

泛的知识共享和协作网络加速了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为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有助于激发强大的创新动力并培育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了城市绿色创新生态的建设。

表 12　 异质性检验

Panel
 

A:区域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东部沿海

地区
中西部
地区

东部沿海
地区

中西部
地区

Giv Giv Gie Gie

Treat × Post 1. 7063∗∗∗

(0. 5190)
2. 0598∗∗∗

(0. 3891)
0. 1141∗

(0. 0579)
0. 0549∗∗∗

(0. 0105)

Constant 32. 8192∗∗∗

(7. 1346)
4. 8580∗∗∗

(1. 6743)
0. 7436∗

(0. 4078)
0. 5545

(0. 364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组间差异 0. 3530∗∗∗ -0. 0590∗∗∗

N 1445 3349 1445 3349
r2 0. 8095 0. 6622 0. 4328 0. 3527

Panel
 

B:资源禀赋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非资源型

城市
资源型
城市

非资源型
城市

资源型
城市

Giv Giv Gie Gie

Treat × Post 1. 7909∗∗∗

(0. 3216)
0. 8591∗∗∗

(0. 2989)
0. 0750∗∗

(0. 0301)
0. 0536∗∗∗

(0. 0115)

Constant 26. 8196∗∗∗

(4. 8344)
5. 0052∗∗

(1. 9367)
0. 9769∗∗

(0. 3956)
0. 7162

(0. 448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组间差异 1. 0290∗∗∗ 0. 0290∗∗∗

N 2924 1870 2924 1870
r2 0. 7874 0. 5347 0. 3809 0. 3416

Panel
 

C:知识传播便利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知识传播

能力强地区
知识传播

能力弱地区
知识传播

能力强地区
知识传播

能力弱地区

Giv Giv Gie Gie

Treat × Post 1. 6341∗∗∗

(0. 3530)
0. 9022∗∗∗

(0. 1351)
0. 0712∗∗

(0. 0334)
0. 0411∗∗

(0. 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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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nel
 

C:知识传播便利异质性

变量

(1) (2) (3) (4)
知识传播

能力强地区
知识传播

能力弱地区
知识传播

能力强地区
知识传播

能力弱地区

Giv Giv Gie Gie

Constant 20. 7572∗∗∗

(5. 9465)
-0. 8486

(0. 9852)
0. 5379

(0. 4315)
0. 7138∗∗

(0. 325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组间差异 -0. 7320∗∗∗ -0. 0300∗∗∗

N 2382 2370 2382 2370
r2 0. 7855 0. 4855 0. 4305 0. 3444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六、“双试点”政策协同作用效果分析

(一)单试点政策净效应

在探讨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作为“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技术与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

中,先排除“双试点”城市的协同效应,观察单一试点政策的净效应。 也就是剔除另一试点的样本数据,观察

只有单一试点与无试点城市样本。 表 13 的(1)列~ (4)列中,Did-inno 与 Did-ener 分别代表创新型城市单试

点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单试点。 研究发现,在单试点框架下,无论是创新型试点还是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均

对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表 13　 单试点净效应

变量

(1) (2) (3) (4)
创新型城市试点净效应 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净效应

Giv Gie Giv Gie

Did-inno 1. 4036∗∗∗

(0. 2124)
0. 0209∗∗

(0. 0091)

Did-ener 0. 4428∗∗

(0. 2143)
0. 0370∗∗

(0. 0147)

Constant 11. 9662∗∗∗

(2. 9904)
0. 6746∗∗

(0. 3275)
16. 2541∗∗∗

(3. 3386)
0. 8256∗∗∗

(0. 311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4306 4306 4073 4073
r2 0. 7407 0. 3538 0. 6417 0. 3545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二)“双试点”政策协同效应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与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都能为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作出贡

献。 因此需要探讨“双试点”城市建设,是否会比每个单试点政策更为有效。 剔除所有没有开展试点的城

市,只保留“双试点”地区与单试点地区,将“双试点”视为实验组,单试点视为对照组,重新进行回归,见
表 14 的(1)列和(2)列。 相较于单试点政策,“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更

为显著,验证了创新型城市试点与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在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中具有协同促进作用。
为进一步细分不同类型单试点政策的异质性作用,表 14 的(3)列和(4)列中,剔除了单一的新能源示范

城市;(5)列和(6)列中,剔除仅为创新型试点城市。 研究发现,在创新型城市的单试点与“双试点”政策比

较中,“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绿色创新活力的影响不显著;相反,
在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单试点与“双试点”政策比较中,“双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活力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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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 原因在于,创新型城市政策通常旨在构建全面的创新生态系统,强
调研发投入、技术孵化、人才培养及创新文化的培育。 这种环境促进了高效的资源配置和技术商业化过程,
从而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然而,由于这种策略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其对特定领域的绿色技术创

新的直接影响可能较为分散,故在短期内可能不易观察到显著的技术创新突破。 相反,新能源示范城市政

策更加聚焦于推广特定的新能源技术和解决方案,直接刺激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活动,进而促进具体新能源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因而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表 14　 单试点与“双试点”对比

变量

(1) (2) (3) (4) (5) (6)
单试点 vs“双试点” 创新型城市单试点 vs“双试点” 新能源示范城市单试点 vs“双试点”

Giv Gie Giv Gie Giv Gie

Treat × Post 0. 5952∗

(0. 3536)
0. 0593∗

(0. 0302)
0. 5588

(0. 4372)
0. 0652∗

(0. 0368)
0. 9243∗∗∗

(0. 3434)
0. 0146

(0. 0209)

Constant
-7. 9975

(7. 9489)
0. 9354

(0. 6557)
0. 2839

(11. 0616)
0. 4217

(0. 7763)
-6. 0960

(7. 5325)
1. 9691

(1. 308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039 1039 719 719 488 488
r2 0. 8731 0. 5515 0. 8667 0. 5521 0. 9277 0. 7469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三)政策实施前后时间差异

本节继续探究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实施顺序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创新效率的影

响。 此时多期双重差分变量估计系数反映了政策实施顺序带来的差异。 从表 15 中可以发现,若城市对这两

项政策的实施先后不同,其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果也呈现显著差异。 具体地,当城市

先被指定为创新型城市后转为新能源示范城市时,绿色创新效率得以显著提升,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

效果不显著;反之,当城市先作为新能源示范城市,随后获得创新型城市称号时,绿色技术创新显著增强,而
绿色创新效率却未受到明显影响。 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先创新型城市后新能源示范城市来看,创新型城市

试点已经为城市建立了坚实的创新基础和生态,包括人才池、研发机构和创新文化等。 在此基础上引入新

能源示范政策,更便于将创新资源与新能源技术相结合,优化和提升现有技术的应用效率。 然而,由于技术

创新本身在先行的创新型城市政策下已经得到强化,后续新能源政策对技术创新的直接贡献可能相对有

限,反映在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性不强。
另外,从先新能源示范城市后创新型城市来看,新能源示范城市初期的注意力和资源主要集中于新能

源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直接刺激了特定领域的技术创新。 随着后续成为创新型城市,虽然整体创新能力得

表 15　 政策实施顺序

变量

(1) (2) (3) (4)
先创新型城市后能源示范城市 先能源示范城市后创新型城市

Giv Gie Giv Gie

Treat × Post 0. 5677
(0. 4369)

0. 0651∗

(0. 0368)
1. 2281∗∗∗

(0. 3642)
0. 0265

(0. 0183)

Constant 1. 0708
(11. 0763)

0. 4264
(0. 7793)

-10. 3730
(6. 7707)

1. 0136
(1. 066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703 703 336 336
r2 0. 8684 0. 5508 0. 8482 0. 5739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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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空间模型选择判断

检验
统计量

Giv Gie
空间误
差模型

拉格朗日乘数 6932. 300∗∗∗ 599. 105∗∗∗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 5765. 136∗∗∗ 185. 131∗∗∗

空间滞
后模型

拉格朗日乘数 1184. 162∗∗∗ 436. 050∗∗∗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 16. 997∗∗∗ 22. 076∗∗∗

LR 检验
SDM-SAR 737. 830∗∗∗ 41. 180∗∗∗

SDM-SEM 98. 150∗∗∗ 46. 00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17　 空间溢出结果

变量
(1) (2)
Giv Gie

Treat × Post 1. 783∗∗∗

(0. 0904)
0. 094∗∗∗

(0. 0136)

W × (Treat × Post) 9. 045∗∗∗

(1. 6180)
0. 443∗

(0. 2339)

ρ 2. 588∗∗∗

(0. 0353)
0. 374∗∗∗

(0. 1044)
Control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sigma2_e 0. 677∗∗∗

(0. 0138)
0. 015∗∗∗

(0. 0003)

直接效应
1. 932∗∗∗

(0. 1132)
0. 096∗∗∗

(0. 0141)

间接效应
-8. 736∗∗∗

(1. 0330)
0. 780∗

(0. 4213)

总效应
-6. 804∗∗∗

(1. 0241)
0. 876∗∗

(0. 4249)
N 4794 4794
r2 0. 043 0. 001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到提升,但由于初期已经在新能源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创新型城市政策可能更多地加强技术应用和扩散,
而非新的技术创新,因此在绿色创新效率上的直接影响可能较为有限。

七、进一步分析

(一)“双试点”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

考虑到“双试点”城市作为绿色技术应用和创新的前沿阵地,不仅展现了这些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和环境

效益,而且可能会通过人才流动、企业合作、学术交流等路径向周边地区扩散,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
或“溢出效应”。 基于此,进一步采用了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这一模型能够充分揭示满足创新型城市与新能

源示范城市“双试点”的城市可能的空间外溢效应。 根据表 16 结果,构建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如式(4)
所示,旨在分析这些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通过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更准确地捕捉空间相关性,还能量化

“双试点”政策的空间外溢效应,为进一步的分析和理解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UGE it = α0 + ρW × UGE it + α1Treati × Postt + α2W × (Treati × Postt) +

γX it + ζW × X it + δi + τt + εit (4)
其中: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 W 用于量化区域间空间关联

强度,其元素 wij 定义为地区 i 与 j 地理欧氏距离 dij 的倒

数,即 W =
1 / dij, i ≠ j
0, i = j{ ;ρ 为城市绿色创新活力与绿

色创新效率对于周围城市的溢出效应;α1 与 α2 为“双试

点”政策实施及“双试点”政策对周围城市的溢出效应;
α0、γ 为待估系数。

从表 17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绿色创新活力还是绿色

创新效率,ρ 均显著为正,表明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和效

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周边城市的影响。 同时观察

到,虽然这些政策在试点城市内部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

色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它们对于周边非试点

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却表现出不同的方向的显著性。 在

绿色创新活力方面,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示“双试点”政
策确实促进了试点城市内部的技术创新。 然而,间接效

应和总效应显著为负表示“双试点”政策可能会导致试

点城市与周边城市在资源争夺、知识产权和技术人才流

动等方面存在潜在竞争关系,即产生“虹吸效应” [2] 。
相比之下,在绿色创新效率方面,无论是直接效

应、间接效应还是总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双试点”政

策不仅在试点城市中促进了效率提升,而且通过正向

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整个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 这一

差异可能源于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更多的本地化资源投

入和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而提高效率则可能更多依赖

于现有技术和知识的有效应用和管理改进,后者相对

容易在区域内传播和模仿。
(二)“双试点”政策带来的城市发展效应

1. “双试点”政策的生态韧性效应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等城市问题逐渐显露,对生态系统构成

严重威胁。 在现阶段,传统的风险管理已不足以抵御随之而来的生态和环境危害,迫切需要更有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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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虽然前文研究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但是没

有明确说明这种促进是否真实有利于城市生态发展。 鉴于此,将进一步探讨“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

生态建设的影响是否会对城市生态复原力有实质性效果。 设定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UGE it = θ0 + θ1Treati + θ2Postt + θ3Treati × Postt + γX it + δi + τt + εit (5)

Resit = λ0 + λ1Lirit + γX it + δi + τt + εit (6)
其中:Res 为城市生态韧性,参照 Lee[44]的做法构建指标体系(表 18),并基于指标数据的信息熵测度客观确

定各维度权重,通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与对应熵权的线性组合构建城市生态韧性综合指数。 解释变量

Lir,包括 Lir1 与 Lir2,分别为“双试点”政策下城市绿色创新活力提升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借鉴王馨和王

营[45]的做法,Lir1 与 Lir2 的计算公式分别对应于绿色创新活力 Giv 与绿色创新效率 Gie 在式( 5) 中的

(θ2Postt+θ3Treati×Postt)。 θ0、θ1、θ2、θ3、λ0、λ1 均为待估系数。

表 18　 城市生态韧性指标构建

系统 维度 具体指标 属性

城市生态
韧性

抵抗力

适应力

恢复力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 +
工业废水排放量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
污水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园林绿地率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注:“ +”与“ -”分别表示该细分指标对总体指标具有正向与负向影响。

由表 19 的(1)列和(2)列可知,Lir1 和 Lir2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双试点”政策可以在完善绿色创新

生态体系建设的同时,提升城市的生态复原力。 这是由于“双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实现能源保护与技术创新

的跨领域融合与应用,进而实现能源使用的高效率和环境影响的最小化。 此外,这种双政策框架不仅加速

了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双重提升,还能够强化公众参与和环保

意识,增强城市应对各类环境压力和气候变化挑战的能力。
表 19　 “双试点”政策带来的城市发展效应

变量
(1) (2) (3) (4)
Res Res GE GE

Lir1
0. 0117∗∗∗

(0. 0028)
0. 0371∗∗∗

(0. 0096)

Lir2
0. 0300∗∗∗

(0. 0075)
0. 0898∗∗∗

(0. 0241)

Constant 0. 0838
(0. 0529)

0. 0861
(0. 0530)

0. 0151
(0. 3273)

0. 0232
(0. 328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N 4794 4794 4794 4794
r2 0. 8779 0. 8780 0. 6430 0. 6426

　 注:括号中数值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2. “双试点”政策的绿色发展效应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棕色经济”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导致资源约束收紧和环境污染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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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构建与选取

投入与产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 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城市资本存量

劳动力投入 年末单位从业人数

资源投入
熵值法衡量全市供水量、供电量及石油
气供应量

期望产出
指标

经济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2005 年为基期)

非期望产出
指标

环境污染
熵值法衡量城市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
水与工业烟尘

重,使可持续经济发展成为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缓解资源制约、应对环境问题,各国都在逐步倡导绿色

发展[46] 。 考虑到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城市在整合社会资源、克服资源环境的桎梏[47] ,提
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 因此,本文推测“双试点”政策作用于城市绿色创新生

态建设,也会进一步影响城市绿色发展。 设定如式(7)所示的模型进行检验。
GE it = λ0 + λ1Lirit + γX it + δi + τt + εit (7)

其中:GE 为绿色发展质量,用绿色发展效率衡量。 借鉴 Yang
 

和
 

Ni[47] 的做法,使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进行指标衡量,具体指标选取见表 20。
从表 19 的(3)列和(4)列可知,Lir1 和 Lir2 的系数均

显著为正,表明“双试点”政策作用于城市绿色创新生态

建设,也会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发展质量。 这是由于创

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双试点”实践,通过促进

持续性创新生态和能源生态的协同关系,为城市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确保了政策投

入在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方面的长期效果。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绿色创新作为融合绿色发展与创新驱动的新理念,不仅是缓解环境污染的核心策略,也是推动经济可

持续增长的关键。 随着中国生态挑战的加剧,探究绿色创新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创新是塑造城市未来的决

定性因素,新能源布局指明了城市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的创新型城市与新能源示范城市“双试点”政策体现

了国家对于“创新”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协同效应评估,对于政策的深入推进

具有极大的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 2005—2021 年中国 282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讨创新能源转型城

市“双试点”政策对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的影响。 研究发现,“双试点”政策显著推动试点城市在绿色

创新生态方面的构建,且该正向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 并且相较于单一试点政策,“双试点”城市在提升绿

色创新动力与效率方面表现更为显著,揭示了创新与能源转型政策之间的有效协同效应。 此外,“双试点”
政策通过增加对绿色发展的关注、激活市场活力及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城市绿色创新生态的完善提

供了动力。 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试点”政策的效果因城市特性而异,东部、非资源依赖型城市及具有较强知

识传播能力的城市从中受益更多。 进一步分析表明,“双试点”城市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虹吸效

应”,可能会抑制非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然而,其对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则表现出“溢出效应”,有利

于周边城市的绿色发展。 但无论周边城市如何发展,“双试点”政策均可有效地增强城市生态韧性及促进城

市绿色发展,从而为建设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城市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向。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进一步扩大“双试点”城市的覆盖范围,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与能源转型的叠加作用,让创新和能源转

型的效果“1+1>2”。 政府需要在关注单一试点城市经验的同时,积极拓展试点城市的其他可能性,通过打好

“政策组合拳”实现要素协同。 此外,不能忽视政策激励机制,通过持续激发和培育初创企业及其他市场主

体的绿色技术创新动力,鼓励企业开展广泛的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活动,从而在“量”的积累中实现“质”的

跃升,推动区域整体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与经济竞争力的有效提升。
(2)加强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改革力度,以及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促进城市要素结构升级,

以有效发挥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创新。 在此过程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并强化人才储

备显得尤为重要。 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企业及学术机构需协同作用,共同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人才培养和

创新资源整合体系。 这种多方合作将促进知识与技术的快速流通与应用,可有效强化绿色创新活动的协同

效应,集中优势资源,形成规模效应。 具体而言,支持行业内部和跨行业的技术升级与能效提升项目,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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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过采用前沿环保技术和改善生产过程来降低碳足迹,优化产业结构。 同时,推动教育和培训项目与

企业需求相对接,以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实用性和前瞻性,为实现高质量绿色创新奠定基础。 通过这些综

合措施,可以有效推动城市向创新导向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进而加速实现绿色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全

面进步。
(3)面对区域发展的显著异质性,采用定制化且差异化的政策组合。 首先,东部地区城市和大城市发挥

自身在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绿色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和中小城市,鼓励企业将技

术和财力资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更好地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缩小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

的差距;其次,充分发挥科技发展带来的知识传播效应,在绿色创新能力较低的城市,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并积极向绿色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学习和借鉴经验,以便更好地根据碳污染发展态势及时调整和优化

本地的环境政策和战略;最后,非资源型城市增加对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研发与使用,而资源型城市加

大绿色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力度,提高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换效率,为城市绿色创新生态建设奠定良

好的基础。
(4)构建区域创新合作网络,打通试点与非试点城市间的技术转移通道,以促进绿色技术的全国均衡发

展。 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担保贷款等多元化激励工具,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主动“走出去”,与
非试点地区形成合作。 同时,建立动态评估机制,由专家团队定期审核政策成效,尤其关注创新弱势与资源

匮乏区域,以便精准优化措施,缓解创新要素可能带来的“虹吸效应”,放大其“溢出效应”,最终实现绿色技

术的普惠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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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fostering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ities
 

is
 

considered
 

pivotal
 

to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dual
 

pilot
 

policy
 

of
 

Innovative
 

Cities
 

and
 

New
 

Energy
 

Demonstration
 

Cities
 

was
 

investigate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as
 

applied
 

from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interplay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ergy
 

transition
 

was
 

analyzed
 

to
 

understand
 

its
 

role
 

in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dual
 

pilot
 

policy
 

is
 

found
 

to
 

significantly
 

and
 

persistently
 

enhance
 

urban
 

green
 

innovation
 

capacity.
 

This
 

effect
 

is
 

observed
 

to
 

operate
 

through
 

three
 

key
 

mechanisms.
 

Firstly,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s
 

raised,
 

which
 

expands
 

market
 

demand
 

for
 

green
 

technologies.
 

Secondly,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stimulated
 

and
 

talent
 

potential
 

is
 

unleashed,
 

thereb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Thirdly,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advanced
 

to
 

foster
 

endogenous
 

growth
 

in
 

the
 

green
 

economy.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s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eastern
 

regions,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cities
 

with
 

strong
 

knowledge-dissemination
 

capacities.
 

Furthermore,
 

spatial
 

econometric
 

results
 

reveal
 

that
 

whil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s
 

effectively
 

boosted
 

in
 

pilot
 

cities,
 

a
 

“regional
 

siphon
 

effect”
 

may
 

also
 

be
 

created.
 

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are
 

diverted
 

away
 

from
 

non-pilot
 

cities,
 

which
 

may
 

potentially
 

hinder
 

their
 

development.
 

Conventional
 

single-policy
 

evaluations
 

are
 

moved
 

beyond
 

by
 

uncover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energy
 

transition.
 

New
 

empirical
 

evidence
 

is
 

provided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green
 

innovation
 

theories.
 

Valuable
 

insights
 

are
 

also
 

offered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making,
 

particularly
 

in
 

balancing
 

efficiency
 

gains
 

with
 

regional
 

equity.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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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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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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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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